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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大陆学者对康区的研究及新趋势

石 硕

［摘要］近十年来大陆学者对康区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三个新的趋势: 第一，从民族走廊角度开展对康区的研

究; 第二，“康巴学”概念的提出与探讨; 第三，清末民国时期的康藏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文章分别对这三个研

究趋势的缘起过程、研究状况进行了探讨，同时对三者所带来的康区研究的深化与进展作了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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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的居住地域传统上被分为“卫藏”、“安

多”和“康”三大板块，三者既是藏语的三大方言

区，也是历史地理区划。由于三者在地理环境、经
济方式、文化传统和社会类型等方面存在相当程

度的差异，使这三个区域之文化面貌、社会结构及

风俗习惯等均有所不同。对于这三大区域的差异

及特色，19 世纪成书的《安多政教史》中有一简约

而精 辟 的 概 括: “卫 藏 法 区，安 多 马 区，康 人

区。”［1］( P． 5) 按此归纳，则卫藏的特色是“法”即宗

教，安多的特色是“马”即牧业，康的特色是“人”。
这一点在藏族民间谚语中有更为直白的表达:“最

好的宗教来自卫藏，最优秀的人来自康，最好的马

来自安多。”另外，藏族民间谚语中也有这样的表

述:“卫藏人是热心宗教的，康巴人是好斗士，安多

人会做生意。”这些民间谚语体现了长期以来藏人

在传统上对三大区域之特色的通俗的概括。总体

来说，在藏人对三大区域特点的概括中，“卫藏法

区”和“安多马区”相对较好理解，唯一较难理解的

是作为“人区”的康。在藏人的眼中，康为何会成

为“人区”? “人区”的含义是什么? 如何从“人

区”这一视角来认识和把握康区的特点? 这些均

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毫无疑问，对藏族三大区域之差异与特点的

认识，是我们深入认识藏族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

和视角，也是全面理解藏族文化与社会的基础。
就目前藏学研究而言，对“卫藏”和“安多”的研究

相对较充分，康区则因地域辽阔分散、自然环境复

杂多样、社会类型及文化多样等因素，学界对康区

的研究仍处于相对薄弱状态。鉴于康区在藏区中

所处的独特而重要的地缘位置，全面、准确地认识

和把握康区的人文特点就显得异常重要。
值得关注的是，近十年来，大陆学界有关康区

的研究不但取得较大进展，而且出现了一些明显

的新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这些新趋

势———即研究视野的拓展及研究路径的改变———
使康区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近十年来大陆学界

在康区研究上呈现的新趋势主要体现于以下三

点: 第一，从民族走廊角度开展对康区的研究; 第

二，“康巴学”概念的提出与探讨; 第三，清末民国

时期的康藏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拟就康区

研究的新趋势及所带来的进展作一讨论。

一、从民族走廊角度开展对康区的研究

从民族走廊角度来认识康区并开展对康区民

族的研究，是近十年康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与特

色。
康区在地理上处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脉

地区，在康区地域自北向南纵贯着怒江、澜沧江、
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五条大江，形成一条条

天然的河谷通道。这些河谷通道从远古以来就成

为众多人群迁徙流动的场所，也是西北与西南古

代民族沟通往来的重要孔道。起源于西北地区的

古藏缅语民族( 习惯上被称作“氐羌民族系统”)



即主要经这些河谷通道南下而逐步扩散于整个藏

彝走廊和横断山脉地区。［2］这一点近十年逐渐成

为人们 认 识 和 研 究 康 区 民 族 的 一 个 重 要 视 角。
2004 年在康巴艺术节期间，在康定召开了以康区

研究为主题的“康巴名人论坛”，此次会议出版的

论文集即取名为《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3］，这反

映论坛的组织者已主动和有意识地将康区放在
“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这一框架中来加以定位与

认识了。
上述局面的形成，实与近十年来大陆民族学

界对“藏彝走廊”的研究日臻活跃有密切关系。
“藏彝走廊”的范围大体覆盖了川、滇西部及藏东

这片辽阔区域，亦即处于横断山脉地带的所谓“六

江流域”地区，藏彝走廊北部的主体区域即是康

区，因此，藏彝走廊研究成为推动从民族走廊角度

来认识和研究康区的一股强大推动力。2003 年，

在民族学界资深前辈学者李绍明先生的倡导下，

来自北京、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陕西等七

省区的 50 多位学者汇聚于成都，召开了“藏彝走

廊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大陆举办的首次

以“藏彝走廊”为专题的学术会议，其中有不少从

事康区研究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会后出版了论文

集《藏彝走廊: 历史与文化》。［4］这次会议可以说揭

开了大陆民族学界新一轮“藏彝走廊”研究的序

幕，2005 年四川大学藏学所与时在美国爱荷华州

立大学的黄树民先生共同在成都举办了“藏彝走

廊族群互动中美学术合作研论会”，就开展藏彝走

廊合作研究计划达成意向。2009 年昆明人类学民

族学世界大会期间还举办了“藏彝走廊: 族群互动
·多样性·发展”专题会议。随着近十年藏彝走

廊研究的不断升温，在此推动下，不仅拓宽了藏学

及西南民族研究的思路与视野，同时更重要的是

开启了从民族走廊角度来认识和研究康区的新趋

势。由于“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包括康区地域，

故藏彝走廊的研究与康区研究存在着很大程度的

交叉与重合，因此藏彝走廊研究不仅有力带动了

康区的研究，同时也将康区的研究纳入到了民族

走廊的视野之中。这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效果，即

使学者们开始改变过去单纯将康区看作藏区的一

个区域板块的传统认识，而是开始更多地从民族

走廊这一新的视角来关注和审视康区的民族互动

及文化联系，具体说即是在康区研究中开始更多

地关注民族之间关系、互动及文化联系。
近年来，在有关藏彝走廊的大量研究成果中，

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均涉及到康区。其中从民

族走廊角度进行康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

李绍明的《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5］; 石硕的《藏

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6］、《藏彝走廊: 文明起源与

民族 源 流》［7］; 曾 现 江 的《胡 系 民 族 与 藏 彝 走

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8］; 李星星

的《长江上游四川横断山区生态移民研究》［9］，李

绍明、刘俊波的《尔苏藏族研究》［10］; 张云的《古代

藏族“四氏族”、“六氏族”传说的形成及其文化内

涵》［11］; 杨 曦 帆 的《藏 彝 走 廊 的 乐 舞 文 化 研

究》［12］; 李星星的《蟹螺藏族》［13］等等，这些成果

的共同特点，即是将康区的民族及文化现象放在

民族走廊的视角来加以探讨和认识，取得不少新

的进展。如《藏彝走廊: 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一

书，从民族走廊角度对包括康区在内的藏彝走廊

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作了全面、系统探讨，梳理了

唐以前康区的民族活动及其迁徙流动情况，特别

是对康区藏缅语民族来源以及氐、羌、夷、越等演

变源流作了细致的分析探讨，提出了认识唐以前

康区民族源流演变的新框架。《胡系民族与藏彝

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全面研

究了明末清初蒙古势力向康区的扩张，梳理了元

以来蒙古势力在康区的兴衰起伏及其对康区政治

格局的影响，是近年康藏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
《古代藏族“四氏族”、“六氏族”传说的形成及其

文化内涵》一文对藏文文献中比较流行的“四氏

族”、“六氏族”的传说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所

谓“四氏族”、“六氏族”乃是吐蕃时期青藏高原各

部落情况投射的观点，并深入阐述了包括康区在

内藏区各氏族的地理位置及其与吐蕃王族的关

系。
此外，近年还有一批从民族走廊视角研究康

区的项目也纷纷立项。如王海兵的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明清时期边缘藏区的移民、开发与族际

互动研究”、王正宇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川

滇藏交界地区藏族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认同研究”、
田茂旺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南路边

茶之流动研究———藏彝走廊区域内的市场、权力

与族群互动”等，这些项目均从新的思路与视野尤

其是更多关注于族际互动来开展对康区的研究，

很大程度上应是受民族走廊研究角度的启迪。
总体来说，近十年来的康区研究，无论在研究

角度、取向和问题意识上较之于过去有明显的改

变，而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藏彝走廊研

究角度的影响。

二、“康巴学”概念的提出与探讨

近十年来康区研究出现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

新趋势，是“康巴学”概念的提出与探讨。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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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定召开的以康区研究为主题的“康巴名人论

坛”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杜永彬研究员提交了一

篇题为《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的论文，

此文有一个导论，标题是“康巴文化与康巴学”。
这篇简短的导论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曰“康巴文化

的内涵和特点及其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 二曰

“康巴学是中国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3］此文是

大陆学界首次提出“康巴学”这一概念。需要注意

的是，在“康巴名人论坛”上，“康巴学”的概念引

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与讨论，以资深民族学

家李绍明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康巴学”概念

予以了积极的肯定，尤其是得到一批甘孜藏族自

治州内学者的积极响应。与会学者对此概念进行

了热烈讨论，尽管对“康巴学”概念能否成立存在

不同意见，但与会大多数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

“康巴学”概念的提出有积极的学术意义，至少可

以进一步推动康巴地域文化的研究。在此共识之

下，有关“康巴学”的讨论进一步得到延续，并陆续

发表了若干专门讨论“康巴学”概念的论文，主要

有: 李绍明等《康巴学简论》［14］，石硕《关于康巴学

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

点、内涵与研究价值》［15］、杜永彬《“康巴学”的提

出与学界的回响———兼论构建“康巴学”的学术价

值和现实意义》［16］。此外，从 2006 年第 2 期起

《康定民族师专学报》( 2011 年已更名为《四川民

族学院学报》) 还专门开辟了“康巴学”栏目，相继

刊载了戴刚《试论康巴文化与建立康巴学研究》、
林俊华《关于康巴学几个基本概念的认识》、贺先

枣《试谈建立“康巴学”学科体系的意义》、陈光军
《试论建设科学的康巴文化研究学科体系》等文

章。这些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康巴学”概念

的内涵、特点及价值进行了讨论，并在藏学领域产

生了一定影响。
“康巴学”概念的提出与探讨并非偶然，而是

有其重要背景。这个背景，从总体上说，即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们对康巴的重新“发现”———
即对康巴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特点及特殊价值

的认识不断加深，认同度得到迅速提升。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在康区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大型

调查研究活动。1982 年成立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

学会即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

考察”。考察范围大部分集中在康区，考察成果有
《滇藏高原考察报告》、《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
《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等，均属康区研究。此次

大型考察活动揭开了新时期学术界从整体角度看

待和认识康区的序幕。之后，特别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术界在康巴地区开展的各类专题研

究也日益升温，如有关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研究、
茶马古道研究、《格萨尔》研究、金沙江文化研究、
牦牛经济与文化研究以及近十年来日益兴起并受

到民族学、人类学界广泛关注的“藏彝走廊”研究。
这些研究大大加深了学术界对康区民族特点与地

域文化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康巴地域文化的研

究，也使康区研究开始受到学界更广泛的关注与

重视。在此背景下，一些以康区为研究对象的学

术机构也纷纷成立，如四川省社科院成立了专门

研究康区的“康藏研究中心”，云南迪庆藏族自治

州成立了以研究藏族为主的藏学研究所，四川凉

山州也成立了“藏学研究会”，这些机构的成立使

得川、滇、藏三省区的康区研究迅速升温。此外，

近十余年来，随着康区对外开放力度增加和旅游

业的迅速发展，有“香格里拉”美誉的康巴地区以

其独具魅力的自然与人文特点吸引了大批中外旅

游观光者，“康巴”一词也不胫而走，康巴这一神奇

魅力之地正在撩开它神秘的面纱，成为一块愈来

愈吸引世人目光、令人向往的西部热土。
此外，“康巴学”概念的提出，还应合了康巴地

区人民和各级政府加快康巴社会发展，实现产业

转型的客观需要的现实背景。自 1998 年长江上

游天然林全面禁伐及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等天然

林保护工程后，康巴地区过去以“木头财政”为支

柱产业的经济发展一度走入困境，面临新的选择，

在此背景下，旅游业正日益成为康巴地区一个替

代性的新兴支柱产业。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藏、川、滇“三州一地”联袂举办的“康巴艺术节”，

即是发展康巴旅游的一个重大举措。而康巴文化

的独特性是康巴旅游的重要支撑，康区旅游发展

的需要同样迫切地提出了如何认识康巴文化及人

文特点的问题。2004 年在康定举办“第四届康巴

艺术节”暨“中国甘孜·香格里拉国际旅游节”期

间，同时召开以讨论康巴文化为主题的“康巴名人

论坛”，就正好反映了康区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拓展

和深化康区研究的迫切需要。所以，康巴研究的

迅速提升以及“康巴学”概念的提出，既是以自身

极具特点的自然与人文为基础，也有康区研究逐

步深入、扩大及其研究价值日益受到肯定与重视

的学术背景，同时还有将康区作为“香格里拉生态

旅游区”建设所产生的现实方面的迫切需要。

三、清末民国时期康藏史成为研究热点

近十年，康区研究中出现的另一个新趋势，是

清末民国时期的康区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并取

得较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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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区地跨川、滇、藏、青四省区，西接卫藏，北

连安多，地域上介于西藏与内地之间，自古以来是

连接西藏与内地之间政治交往、汉藏贸易和汉藏

文化交流的通道与桥梁地带，也是历代中央政权

经营西藏的前哨和依托之地。1904 年英军入侵拉

萨，致使全国震动，在此背景下清廷提出“固川保

藏”方针并开始了对康区( 时称“川边”) 的大规模

经营。从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办学和兴办实

业，到尹昌衡西征，从三次康藏纠纷到西康建省，

整个清末至民国时期康区始终成为多种势力竞相

角逐的风云之地，发生许多波澜壮阔且牵动全国

的重要历史事件。但在建国以后由于民主改革及

文革等原因，清末民国时期的康藏历史并未受到

应有的重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这段历史

才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近十年来，清末

民国时期康区历史逐渐成为康区研究的一个热

点，不但藏学界的学者对这段历史予以了更多关

注，许多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学者也纷纷从不同

视角投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而使清末民国时

期的康区史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这是近十年

康区研究中出现的又一个新的趋势与特点。
近十年来，有关清末民国康区史的研究成果

数量丰富，且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覆盖康区

社会各个方面。关于政治与社会方面比较有代表

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

归流考》是对清末康区改土归流问题进行系统研

究的专著，该书立足于大时代背景，详细考证了清

末在康区改土归流的缘起、过程及所包含的历史

合理性。［17］吴彦勤《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
一书，分清末、北洋政府和民国时期三个阶段研究

川、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是探讨康区在近

代川、藏关系中的作用，深化了对近代康区政治地

位的认识。［18］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和

《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均为专题论文集，内容

广泛涉及近代西藏及四川康区的政治、文化、民间

宗教、经济诸方面，在许多个案研究上均有所开拓

和深化。［19］相关论文更是不胜枚举，比较有代表性

的论文主要有: 任新建《凤全与巴塘事变》［20］; 徐

君《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 晚清西南边防

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 1876 － 1886
年) 为例》［21］; 郎维伟《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

纷中的治藏之策》［22］; 何一民《20 世纪初年川边藏

区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述论》［23］; 黄天华《抗战时期

川康两省的社情与民情( 1939 － 1942 ) 》［24］; 卢梅

《国家权力扩张下的民族地方政治秩序建构———
晚清康区改流中的制度性选择》［25］; 王海兵《西康

省制化 进 程 中 的 权 力 博 弈 ( 1927 － 1939 年) 》、
《1930 年代的康、青、藏战争———边政、权力和地方

的视角》［26］; 吴建国《试论西康建省与康区的早期

现代化》［27］等。
涉及近代宗教研究的成果有: 徐君《近代天主

教在康区的传播探析》［28］; 王川《清代西藏地方的

瓦合山神崇拜考述》［29］等文章; 赵艾东《美国传教

士史德文在 1917 － 1918 年康藏纠纷中的活动与

角色》等文章［30］; 范召全、陈昌文《国民政府时期

西康地区宗教样态二十年( 1928 － 1948 ) 变迁研

究———兼论民国政府宗教政策和西康早期现代

化》［31］; 邓 前 程《试 论 清 末 至 民 国 康 区 外 国 教

会》［32］等等。
涉及近代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西

藏研究》和《中国藏学》近年来刊登的相关文章中，

如美朗宗贞的《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

复兴》、《“邦达昌”家族名称及有关问题研究》; 刘正

刚等的《清代移民与川西藏区开发》、《清前期藏区

驻军与地方经济的发展》; 李刚、郑中伟《明清陕西

商人与康藏锅庄关系探微》; 刘祥秀、郭平若《清末

屯垦政策在川边藏区的实施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曹必宏《抗日战争时期的康藏贸易公司》等等。
涉及教育方面的研究论著有: 徐君《清末赵尔丰

川边兴学之反思》、《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考辨》［33］;

严奇岩《近代西康藏族“雇读”现象探析》［34］; 刘先强
《民国时期康区的民众教育发展》、《试论清末川边藏

区学校课程内容的改革》［35］等文章。
除此而外，近年涉及康藏史研究的立项成果

还有: 吴建国于 2006 年立项的国家民委社科项目
“西康史研究”，该项目重点研究民国时西康省历

史，但相关研究成果尚未出版。徐君主持的四川

省社科项目“近代基督教在康区传播研究”( 2006
年)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碰撞与交流: 基督教在

藏区传播研究”( 2005 年) 两个项目主要致力于近

代基督教在康区传播的研究。赵艾东主持的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近代外国人在东部藏区的活动与

中西文化交融研究”( 2008 年) 主要研究近代外国

人在康区的活动以及康区的中西文化交流情况，

已发表多篇相关论文。黄天华主持的四川省教育

厅重点社科研究课题“国家整合与边疆政治: 以西

康建省为考察中心( 1906 － 1949) ”( 2008 年) 和教

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边疆政制建置与国

家整合: 以西康地区为考察中心”( 2010 年) ，将西

康建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置于国家与边疆关系、
政治整合与国家统一的视角加以研究。邓杰主持

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基督教与民国时期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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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民族地区地方疾病防治研究”( 2008 年) 、四川

省社科项目“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研

究”( 2004 年) 、“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近代医疗事业

的初步发展———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医疗卫生

服务个案研究”( 2006 年) 等。
从上述论著及相关研究项目看，近十余年来，

清末民国时期康区史正在成为康区研究的一个热

点，且研究角度、议题及问题意识呈现出日渐丰富

和多样化的趋势，个案研究亦呈深化趋势。

四、新趋势带来的康区研究的深化与进展

在藏区三大板块中，康区是一个较为独特的

地理人文区域。但是，由于康区在区位上处于藏

区之东南部边缘地带，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交通相

对不便，在以宗教为重并有着朝圣传统的藏族社

会中，康区在藏族眼中一直被定位为“边地”①。
这种情况，也正是造成长期以来人们对康区的认

识与研究始终处于相对滞后状态的原因。
然而可喜的是，近十年在康区研究上出现的

三个新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康区价值

的新“发现”。这一“发现”不但大大提升了学界

对康区的总体认识，也为康区研究开辟了新的路

径和更广阔的前景。特别是将康区置于历史民族

走廊的框架中来加以认识，至少给康区研究带来

以下两个方面的突破:

第一，在康区藏族与西南各藏缅语民族渊源

关系的研究与认识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康

区是藏族与西南众多藏缅语民族交接与互动的地

区，这也是康区不同于卫藏和安多的一个重要特

点。在康区，藏族与众多西南民族交错毗邻而居，

彼此在生活方式及观念信仰等方面相互影响和渗

透，在文化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其实，这种局面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与民族走

廊中长期的民族互动与交融以及民族的历史发展

源流息息相关。事实上，只有将康区置于民族走

廊框架中来认识，才可清晰地呈现康区藏族与西

南各藏缅语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从而比较深刻

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康区藏族的特点及其文化内

涵。近十年来，从民族走廊角度深入探讨康区藏

族与西南各藏缅语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的著作如
《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藏彝走廊: 文明起源

与民族源流》、《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

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等，均从民族走廊角度涉

及到康区藏族与西南民族的关系，并取得一些新

的进展。
第二，深化了对康巴地域文化内涵、特点及价

值的认识，并促成了“康巴学”概念的提出与探讨。

将康区置于民族走廊的框架来认识，对康巴藏族与

西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也大

大提升了学术界对康巴文化内涵、特点及价值的认

识。近十年来，人们已开始充分认识到康区地域文

化的复合性，正如有学者指出，康巴文化是“以藏文

化为主体，相容汉文化、纳西文化、羌文化等其它民

族文化的多元复合性的地域文化”［36］( P． 94) ，此看法

已改变了过去将康区文化单纯定位为藏族文化的

观点。这一定位也意味着康区研究的范畴除了康

区地域的藏族主体文化外，同时在研究藏族文化与

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互动方面也极具特色和

典型意义。
由于从民族走廊的视角来看待康区的民族与

文化，使得人们对康区文化的多样性特点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正如格勒所指出:“在一个多

样化的自然环境和多民族、多种文化经济交流相

融的人文环境中，形成了康巴文化的宽宏、开放、
兼容性的特点。”［37］( P． 7) 任新建也说: “在康巴文

化中人们才能真正看到藏族文化的繁多彩，才能

真正体验到人类文化多样性与交融性的一致，才

能真实感悟到‘香格里拉’的意境。”［36］( P． 111) 他认

为“康巴文化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

人的和谐共处、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共存的‘香格里

拉’理念和集勇敢、坚韧、精进、博爱、乐天、睿智为

一体的格萨尔人文精神。”［36］( P． 94) 他将康巴文化的

精髓概括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人的和谐

共处、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共存”，无疑是对康巴文

化之本质的一种洞见。2003 年费孝通先生在写给
“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贺信中也指

出，在藏彝走廊区域“展开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

流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对于我们从特定地区内部

认识‘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接触历史与现状，有

着重要意义，对于我们担当‘文化自觉’的历史使

命，也同等重要。”［4］( P． 2) 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人

们普遍和深刻地意识到康区地域多民族、多文化

交融的特点，才最终促成了“康巴学”概念的提出。
恰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加强对康区这样一个多民

族、多种文化交融的特殊藏族区域的研究，不但对

藏学有重要贡献，同时对于认识和理解当今世界

人类文化的多元共存、发展乃至如何达成“人与自

然的和谐统一、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不同文化间的

和谐共存”等人类所关心的重要主题，同样具有普

世性的价值与意义。
另一方面，随着清末民国时期的康区史成为

研究热点，特别是研究的层次、角度不断丰富，宏

观及微观研究不断深入，也进一步扩大了认识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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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社会的视野。我们相信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

内，这段历史仍会成为研究热点，并且将会成为康

区研究的重要学术前沿和新的学术增长点。清末

民国时期的康区史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近代中

国国家建构过程与边疆政治关系之内涵的认识与

理解，同时对康区作为藏、汉之间重要的文化交汇

与连接地带，尤其是在连接西藏与内地政治交往、
汉藏贸易和汉藏文化交流的通道与桥梁作用方面

也会带来更加深刻的认识。

注 释:
①藏语“康”( Khams) 的含义，据更敦群培《白史》解释: “总合

之东方地区，……所言康者，系指其边地，如边属小国‘康吉贾阵’
( Khams kyi rgyal phrn) 也”。参见更敦群培著，格桑曲批译，周季文

校《更敦群培文集精要》，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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